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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 汉末党锢一案，因其在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，历来研究者极多。本文同意前

人从文化、家族等角度所阐发的对党锢一案的观点，进一步指出桓帝本人在党人案的成立中，具有特别的

作用。而党锢历史的重构，是古人宁可忽略细节的龌龊、而向往历史中的光风霁月的表现。 

【关键词】党锢；房植；李杜；重构 

[中图分类号] K234    [文献标识码] A    [文章编号] 1007—1873（2008）03—0000—00 

【作者简介】秦蓁，助理研究员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200233；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

 

 

东汉党锢，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桩大事，论者多以为，正是对党人的全面打击制裁，耗尽

了汉代尚存的元气，适成汉亡于魏、而后数百年群雄割据的局面。与此同时，汉末士人知其

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，倒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再三致意的一种风度，顾炎武褒扬的“三代以

下风俗之美，无尚于东京者”，所称道者正在于此。 

汉末党锢一案，因其在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，历来研究者极多。大的视

野，从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落笔，其著者如余英时《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》；小的

视角，从党人家世与个案研究落笔，其著者如金发根《东汉党锢人物分析》。作为学界关注

的热点，“东汉党锢”难免给人题无剩义之感。
①
然而，考察历史上对党锢事件的讲述和重

构，尚有若干蛛丝马迹的指向还没有落实——中国的史著，笔下放出去的线索也许引而不发，

却往往有深意存焉。 

 

一  党锢事件的回放——从细节开始的疑惑 

东汉党锢一节，史学界的大体表述如下： 

延熹九年（166），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张成，“推占当赦”
②
，遂教子杀人。司

隶校尉李膺不顾赦令，将其正法。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“养太学游士，

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”
③
。于是桓帝下令逮捕李膺等

二百多人，并且“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”
④
。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，宦官害怕

受到牵连，加之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，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，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

家，并终身禁锢，永远不许再作官。这就是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。 

灵帝刘宏时，宦官气焰更盛，把持朝廷。太傅陈蕃与外戚窦武“志诛中官”
⑤
，事泄，

宦官残暴地清除异己势力，矫诏诛窦武等。建宁二年（169），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

谋反，曹节趁机上奏搜捕党人，“党锢之祸”再起，李膺、杜密、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，

牵连者六七百人，分别被流放、禁锢和处死。党人的门生、故吏、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以内的

亲属，一律免官禁锢。这就是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。 

一般来说，史学界认为党锢事件的起点是李膺拒赦张成之子；事件的对立方是包括太学

生在内的士大夫和当政的宦官；事件的实质是宦官集团完全把持桓灵两帝的朝廷大权。
⑥

这样的判断大致不差，但是，在对勘史料的时候，尚有一些细节提示我们进一步考察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东汉党锢研究史，承韩昇先生为述大致、仇鹿鸣师兄复印大量相关研究论文以遗，谨此致谢。 
②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。 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 55，汉纪四十七孝桓皇帝延熹九年（166）。 
④ 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。 
⑤ 《后汉书》卷 66《陈王列传》。 
⑥  参见缪凤林：《中国通史纲要》、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、白寿彝：《中国通史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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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。 

首先，是党锢事件的起点问题。 

《后汉纪》的说法是：“（延熹九年）九月，诏收膺等三百余人，其逋逃不获者，悬千

金以购之，使者相望于道，其所连及死者不可胜数，而党人之议始于此矣。”
①

而根据《后汉书》，则是这样的：“初，桓帝为蠡吾侯，受学于甘陵周福，及即帝位，

擢福为尚书。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，乡人为之谣曰：‘天下规矩房伯武，因师获印周

仲进。’二家宾客，互相讥揣，遂各树朋徒，渐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党人之议自此

始矣。”
②

“党人之议”始于何时，两书说法不同。袁宏《后汉纪》的成书要早于范晔《后汉书》

五十余年，依据史源学的一般规矩，应以《后汉纪》为准。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其后的《东

汉会要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均取《后汉书》之说。以司马光采用史料之审慎，从后出之《后汉书》

的原因，自然不是因为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中言：“宏所采亦云博矣，乃竟少有出范书外

者，然则诸书精实之语，范氏摭拾已尽”
③
；而如果根据《后汉书》的观点，党锢事件的起

点乃是房植、周福各自为派，这似乎也更加符合后人对党锢事件的记忆，史家所谓“汉末党

禁，起于甘陵南北部”
④
，诗家所谓“甘陵南北久分歧”

⑤
，都是这个意思。 

论党，则当各自成派；可是，细按周福、房植两支，却发现两点现象：其一，房植为贤

者，世有定论。史载魏王所旌表的二十四贤：太尉河南杜乔、太常敦煌张奂、侍中河内向诩、

太傅汝南陈蕃、太尉沛国施延、少府颍川李膺、司隶沛国朱寓、太仆颍川杜密、大鸿胪颍川

韩融、司空颍川荀爽、司空清河房植、聘士彭城姜肱、太尉下邳陈球、司空山阳王畅、征士

陈留申屠蟠、卫尉山阳张俭、大司农北海郑玄、征士乐安冉璆、太尉汉中李固、有道太原郭

泰、益州刺史南阳朱穆、尚书会稽魏朗、聘士豫章徐穉、度辽将军安定皇甫规，其中就有房

植。
⑥
房植的碑文也流传至今：“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，行非至公不萌于心。治身则伯夷之

洁也，俭啬则季文之约也，尽忠则史鱼之直也，刚平则山甫之励也。总兹四徳，式是百辟，

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枉丝发，树私恩不为也；讨无礼，当强御弗避也。是以功隆名显，在

世孤特，不获恺悌寛厚之誉，享年垂老，至于积世，门无立车，堂无宴客，衣不变裁，食不

兼味。虽易之贞厉，诗之羔羊，无以加也。明明在公，实惟皇后，诞应正徳，式作汉辅。邪

慝是仇，直亭是与，刚则不吐，柔则不茹，媚兹天子，以靖土字。”
⑦
而与此相对，周福除

了作为桓帝的老师之外，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特别的记述。其二，朝廷中与房植有师承关系

的士人所在多有。引荐房植的，是李固
⑧
；房植所引荐者，有荀淑、赵歧

⑨
——赵歧本人和

荀淑之子荀爽，都名列党人。相比之下，周福谨小慎微，以致在史传中，不能见其所亲，亦

不能见其所疏。 

从这两点看，似乎房植、周福两派的力量很是悬殊——甚至说，周福这边根本看不出自

成一派的迹象。可是，若非“势均力敌”，“各植朋党”的分庭抗礼则无由谈起。拥戴房植的

人员构成很清楚，如前所述，房植和黄琼、胡广、尹颂都曾经共事过，他本人为李固所荐举，

在位之后又荐举过荀淑、赵歧。东汉时人，门生与师长的关系特别紧密，甚至对师长的家人

都有道义上的隶属关系，一方面，身居高位的官员由于门生数量之多而自拥极大的政治势力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袁宏：《后汉纪》，后汉孝桓皇帝纪下卷 22。《后汉纪校注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。 
②
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。

③ 王鸣盛：《十七史商榷》卷 38，上海书店 2005 年版，第 274 页。 
④ 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 5《党禁之起》，中国书店 1987 年版，第 56 页。 
⑤ 钱谦益：《吴门送福清公还闽八首》其五，《牧斋初学集》卷 36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34 页。 
⑥ 参见陶宗仪：《说郛》卷 57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。 
⑦ 《司空房植碑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。 
⑧ 事见《后汉书》卷 63《李杜列传》。  
⑨ 荀淑事见《后汉书》卷 67，赵歧事见《全后汉文》卷 6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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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综的人际网络；另一方面，仕途生涯相似的士大夫，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理念相近的同一

族群，虽然他们的出仕未必同时，彼此之间也未必相识，但彼此的精神脉络之相关性还是可

以想象得到的——东汉党锢事件，株连上千人，有史可查姓名者数十人，著名者十余人，所

谓“株连”云云，正是说的彼此之前的精神联系；而亦如前所述，根据现存史料，我们完全

找不到和周福这一支有精神脉络渊源，拥戴周福的人，既不是朝中有人望的士子大夫，也不

见得是宦官外戚，我们根据他帝师的权势，如果承认其周边集团亦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，

由此，把围绕在他身边的“党人”，推测为同是“皇帝同学”的人，似不为过分的论断。 

那么，下一个有趣的问题是：两派各自“讥揣”，矛盾焦点是什么？大而化之，我们自

然可以说，是朝中的黑暗势力与士大夫的天下己任的冲突云云，尽管这样的批评立论完全正

确，就事论事而言，却还是略嫌空泛。不过，如果沿着前面的线索、结合史料进一步推测，

我们似乎可以做如下假设，两派对立阵营的区分，是以对待桓帝刘志权威的认同来作为界限

的：支持刘志即天子之位的，基本上是周福的门人，而因为梁冀和宦官亦秉此态度，所以，

自然而然就站到了另一派人——朝中的代表是李固、杜乔，精神资源则出自房植——的对立

面。李固和房植的精神联系，史有明文：“房植，字伯武，清河人，以经学知名，永和中为

李固荐。与陈留杨伦、河南尹存、东平王恽、陈国何临同日征用。”
①
而要做出如上假设，

还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刘志对自己帝位总怀有忐忑之心，始终萦绕着不安全感。 

说刘志最终得践九五之尊是鸿运当头，倒并非故发惊人之论。论家世或者资格，桓帝刘

志都不见得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从家世上来看，此前所立的质帝，若论辈份，还比刘志小一辈

（质帝是章帝的玄孙，桓帝是章帝的曾孙），可见，如果不是偶然的因素，由外藩入继的刘

志并不在皇位继承人的名单上，毕竟，他的父亲刘翼属于戴罪之身，史书上记载：蠡吾侯刘

翼，顺帝时为平原王，后被贬为蠡吾侯，那是安帝建光元年的事情。
②
而从资格上来说，向

来即有更合适的人选，那就是清河王刘蒜。冲帝夭折之后，当时的朝廷重臣多认为应该扶立

刘蒜为下一任天子，史书记载说：“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，帝崩于玉堂前殿，年三岁。清河

王蒜征至京师。”
③
当时的太尉正是李固。史书上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：“征清河王蒜及

渤海孝王鸿之子缵皆至京师。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；延平及鸿皆乐安夷王宠之子，千乘贞王

伉之孙也。清河王为人严重，动止有法度，公卿皆归心焉。李固谓大将军冀曰：‘今当立帝，

宜择长年，高明有德，任亲政事者，愿将军审详大计，察周、霍之立文、宣，戒邓、阎之利

幼弱！’冀不从，与太后定策禁中。丙辰，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缵入南宫。丁巳，封为建平

侯。其日，即皇帝位，年八岁。蒜罢归国。”
④
如果不是梁冀把持朝政的私心作祟，帝位应

该是清河王刘蒜的。当时的情况，正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指出的那样，“东汉诸帝多

不永年”：在桓帝之前，冲帝活了三岁，质帝活了九岁。且不说少年天子的局面会使得朝政

容易受外戚操持，单就“年少者易夭”所导致的“频年之间，国祚三绝”这一个理由，在质

帝夭折之后，李固 “宜择年长高明有德、任亲政事者”的建议就很有说服力；况且当时的

局势，对刘蒜亦很有利：“固、广、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，又属最尊亲，

宜立为嗣，朝廷莫不归心”
⑤
。事情后来的发展有点出乎意料：“初，中常侍曹腾谒蒜，蒜

不为礼，宦者由此恶之。及帝崩，公卿皆正议立蒜，而曹腾说梁冀不听，遂立桓帝。语在《李

固传》。蒜由此得罪。”
⑥
在密谋立蠡吾侯刘志为帝的故事中，公卿自胡广、赵戒以下都不敢

违抗梁冀的意思，唯独李固坚持本议：“固犹望众心可立（注：以众心属于清河王，犹望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黄彭年：《畿辅通志》卷 78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。 
②  事见《后汉书》卷 5《孝安帝纪》。《资治通鉴》卷 50，汉纪四十二安帝建光元年（121）有详细记载。 
③ 《后汉书》卷 6《孝顺孝冲帝纪》。 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 52，汉纪四十四冲帝永嘉元年（145）。 
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 53，汉纪四十五质帝本初元年（146）。 
⑥ 《后汉书》卷 55《章帝八王传》，第 1805 页。 

 3



立也。）”
①
 而李固后来的“得罪”，也正因为这“众心可立”——“众心可立”，并且有李

固这样的朝廷众臣“望众心可立”，带给桓帝刘志的威胁可想而知。于是，此后的局势就顺

理成章了：“十一月，清河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，妄言‘清河王当统天下’，欲共立蒜。

事觉，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曰：‘当立王为天子，以为公。’骂之，文刺杀。于是捕文、鲔，诛

之。有司劾奏蒜；坐贬爵为尉氏侯，徙杜阳，自杀。梁冀因诬李固、杜乔，云与文、鲔等交

通，请逮按罪。”
②
以谋反的罪名除去了帝位的有力争夺者刘蒜，同时，以同谋的罪名除去

了刘蒜的有力支持者李固、杜乔二人，党人团体的序幕却也自此正式拉开：“冀暴固、乔尸

于城北四衢，令：‘有敢临者加其罪。’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，左提章铖，右秉铁锧，诣阙

上书，乞收固尸，不报；与南阳董班俱往临哭，守丧不去。夏门亭长呵之曰：‘卿曹何等腐

生！公犯诏书，欲干试有司乎！’亮曰：‘义之所动，岂知性命！何为以死相惧邪！’（中略）

杜乔故掾陈留杨匡，号泣星行，到洛阳，着故赤帻，托为夏门亭吏，守护尸丧，积十二日。

（中略）匡因诣阙上书，并乞李、杜二公骸骨，使得归葬，太后许之。匡送乔丧还家，葬讫，

行服，遂与郭亮、董班皆隐匿，终身不仕。”
③
此间的师弟之情、生死之义，终于形成了同

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社会风气，亭林先生“党锢之流、独行之辈，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”
④

的判语，可谓的评。 

这样的推断或有略嫌大胆之处，却确实能解释以下几个问题：第一，“党人之议自此始”，

这句话作为判断党锢案的源头，至此方不为虚悬。第二，党锢的导火索，本不值得称道—— 

“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，推占当赦，教子杀人。李膺为河南尹，督促收捕，既而逢宥获免。

膺愈怀愤疾，竟案杀之”
⑤
杀人者死，而诛灭全家；大辟有时，而随案即办——而竟然得到

时人的完全谅解、乃至推重，自有其深层原因。或许有些怨愤只有呼吸彼时气氛的历史中人

才能明白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可以不加解释，而时人自然地知其戾气之所由、并因此同情

其戾气。不加解释，很可能是因为“不便”解释——比如，对一方党人团体的压制，根本不

是来自于另一个士大夫团体，而是完全来自于皇帝本人。那种“不便”、“不能”，置身其间

的人是深有感触的：李固的女儿在梁冀已诛、大赦天下、求固后嗣的背景下，告诫李固的小

儿子说：“先公正直，为汉忠臣，而遇朝廷倾乱，梁冀肆虐，令吾宗祀血食将绝。今弟幸而

得济，岂非天邪！宜杜绝众人，勿妄往来，慎无一言加于梁氏。加梁氏则连主上，祸重至矣。

唯引咎而已。”
⑥
所谓的“加梁氏则连主上”，导致的“祸重至矣”，岂非正把党锢的线索直

接引向桓帝本人：党锢事件的源头，是李固、杜密等朝中大臣本着公心，希望东汉的帝位能

由年纪较长的刘蒜继承，以避免外戚宦官专权故事的重演；党锢事件并不存在如朝廷所公布

的对立方；党锢事件的实质，是桓帝对反对自己即位的士大夫群体——他们的精神领袖是房

植，政治领袖是李固、杜密——的猜忌和报复。 

 

二  党锢事件的重构——想象和追慕 

关注党锢事件，是因为在后人的记忆讲述中，那还算是最好的年代；因为，有那样一些

值得尊敬的人、那样一些值得缅怀的故事。 

其实，对党锢事件，后人从理智上来说，并不是全无批评的。对党锢事件的批评，一般

集中于以下几个角度： 

其一，君子不党。这一点，往往身处党争激烈的时代的学者特别切齿于此，蜀洛党分、

东林势盛的时期，论者对此门户之见尤为痛恨。黄宗羲所谓：“象山先生云恶能害心，善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 53，汉纪四十五质帝本初元年（146）。 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 53，桓帝建和元年（147），第 1711 页。 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 53，汉纪四十五桓帝建和元年（147），第 1713 页。 
④ 《日知录》卷 13《两汉风俗》。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752 页。 
⑤ 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。 
⑥ 《后汉书》卷 63《李杜列传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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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害心，以其害心者而事心，则亦何由诚、何由正也。夫害于其心，则必及于政与事矣，故

用之成治，效止驩虞；而以之拨乱，害有不可言者。后世若党锢之祸，虽善人不免自激其波，

而新法之行，即君子亦难尽辞其责。其究至于祸国家殃生民而有不可胜痛者，岂是少却善哉。

范滂之语其子曰：我欲教汝为恶，则恶不可为，教汝为善，则我未尝为恶。盖至于临刑追考，

觉无下落，而天下方且耻不与党，效尤未休。真学问不明，而认善字之不彻，其蔽乃一至此。

故程子曰：东汉尚名节，有虽杀身不悔者，只为不知道。”
①

其二，党人为了争取胜利——或者避祸，所援引的手段不够光明正大。如前所述，第二

次党锢之祸平息，是由于“时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：‘党锢久积，若与黄巾合谋，悔之无救。’

帝惧，皆赦之。”
②
史识甚高而持论严格的王船山认为，接受这种理由的赦免，简直是一种

侮辱，他在《读通鉴论》里这样评论：“士可杀不可辱。（中略）党人者，君子之徒也。黄巾

起，吕强曰：‘党锢积久，人情怨愤，若不赦宥，将与合谋。’吕强，奄人之矫矫者耳，言无

足深责，皇甫嵩士大夫而亦为此言也，党人之辱，不如死之久矣！”
③
如果说吕强身为宦者，

见识有限，那么皇甫嵩这样的士人大夫竟然也顺着这个话头往下说，那就太有悖于“不饮盗

泉之水”的儒家教义，甚为不伦。 

其三，党人好清议，而清议——在专制政权中，很有蛊惑人心、离经叛道的嫌疑。这一

点，皇帝看得最清楚——甚至连以优容士人著称的宋朝，也依然把“清议”也看作政府的对

头，多有擎肘。南宋孝宗的一段话，最能说出在位者对清议的深恶痛绝：“上曰：‘朝廷所行

事，或是或非，自有公议。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，不宜有此，此语一出，恐相煽成

风，便以趋事赴功者为猥俗，以矫激沽誉者为清高，浸浸不巳，如东汉杜乔之徒激成党锢之

风，殆皆由此。可不痛为之戒。况今公道大开，朝政每有缺失，虽民间亦得论之，何必更言

清议。’龚实之曰：‘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惟公道不行于上，然后清议在下。此衰世气象，

不是好事。’李秀叔曰：‘惟有是非，故人得而议之。若朝廷所行皆是，自无可议。’上曰：

‘若有不是处，上之人与公卿却当反求诸己，惟不可更为清议之说。卿等可书诸绅。’实之

曰：‘唐末白马之祸，害及缙绅，至有清流浊流之说，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。’”
④
  

一方面，“党锢弊汉”几成后人论史的“通识”；另一方面，我们注意到，后人更认同的

还是这样的说法：“世率谓党锢之祸，生于节义之过激，则节义之隆，亦岂盛世之美事哉。

吁。（中略）东汉之亡，非节义之过也，不能扶持节义者之过也吁。”
⑤
意思是说，人们都把

东汉之亡归罪于党人的兴起事端，却不知道东汉如果没有这样的君子人撑持局面，其亡也尤

速。有趣的是，那种“主持大局”，并不是从一时一事上的远见卓识、力挽狂澜来说的——

毕竟，不久之后东汉灭亡，细读这段历史，以“成败”观之，这群士大夫并没有挽救国运；

也许要求书生以扶笔之力强挑万钧江山本来就是太难的事情，而时人与后人对他们的敬仰和

追慕，分明是来自党人的人格魅力——担当苦难的肩膀、处乱不惊的气度、傲视权贵的气节，

这一切，恰恰符合中国文化对士人品格的终极想象。 

比如，范滂临刑之前，与老母诀别，其母反而安慰他说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

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
⑥
——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，那是一种舍生取义。 

比如，延熹九年，李膺等以“党人”案下狱考实。陈蕃上疏极谏，为李膺、杜密、范滂

等伸冤，说他们“正身无玷，死心社稷。以忠忤旨，横加考案，或禁锢闭隔，或死徙非所。

杜塞天下之口，聋盲一世之人，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？”并指责桓帝“遇贤何薄？待恶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卷 36，中国书店 1990 年出版，第 412 页。 
② 《后汉书》卷 8《孝灵帝纪》，见注，第 348 页。 
③  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 8《皇甫嵩乞赦党人之言于士为大辱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 10 册，岳麓书社 1996
年版，第 329 页。 
④ 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 3，《孝宗论不宜有清议之说》，中华书局 2000 年版，第 541 页。 
⑤《东汉会要》卷 23 职官五《旌节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，第 345 页。 
⑥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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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？”
①
桓帝讳其言切，借口说陈蕃征用下属不当，罢了他的官——把道义看得重于仕途，

那是一种舍生取义。 

比如，李固之死，有郭谅“往守视其丧，扇护蝇虫”，杜乔之死，有杨章舍了平原令的

官职，“星行赴洛，着弊衣赤帻，守其尸，驱护蝇虫”
 ②
——把恩情看得重于生命，那是一

种舍生取义。 

比如，在陈蕃受刑之后，其友人陈留朱震，“时为铚令，闻而弃官哭之，收葬蕃尸，匿

其子逸于甘陵界中。事觉系狱，合门桎梏。震受考掠，誓死不言，故逸得免。”
③
——把朋

友看得重于自己，那更是一种舍生取义。 

正是这种种惊心动魄的事件，构成了党锢事件本身的精神魅力，由此而向后世表明如是

的信念：士大夫所代表的知识人，俨然为一庄严的传统，此一传统自有其追随向慕者，高洁

地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、甚至对抗权力的系统：事业可以放弃，家庭可以破碎，身体可以毁

灭，此一传统本身不可泯没。 

 

三  余论 

世论党锢一节者，有“前后李杜”之说。孔平仲《珩璜新论》所谓：“古有三李杜。李

固、杜乔；李膺、杜密；李白、杜甫也。”
④
谢伯采《密斋笔记》所谓：“李杜齐名有三。东

汉李固、杜乔，李膺、杜密，唐李白、杜子美也。”
⑤
可以看出，从党锢尚未成为“事件”

时的受害者李固、杜乔，到党锢事件正式发生时的首当其冲者李膺、杜密，后人自然而然地

肯定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。时人对桓帝本人在党锢事件中的特殊作用深有感知而不能明言，

于关节之处故作迷离，隐曲表之，留下若有若无的线索；而后史家士人在讨论这段史事的时

候，则宁可忽略其中真实的权力之争，“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，成于李膺张俭，海内涂炭二

十余年，诸所蔓衍，皆天下善士”
⑥
，源头、导火索都未必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此君道粃僻、

朝纲日陵、国隙屡启的危机时刻，若无此等仁人君子倾注心力乃至生命，撩虺蛇之头、践虎

狼之尾，则王朝必将倾颓决溃、朝不保夕。 

在中国历史上，直接否定帝王的品格并不是正史的笔法，然而，真实的史事又不容涂抹。

于是，身处这样的两难之间，古人论党锢一案，宁可忽略细节的龌龊，而把注意力集中于表

彰历史中人光风霁月的气象。“中人之性由于所习见其善，则习于为善，见其恶，则习于为

恶。习于为善，则举世相率而为善，而不知善之为是。东汉党锢之士与夫太学生是也。”
⑦
人

世的荒原里，我们需要这样得以流传千年的故事：超越了一时一世的是非，这样的故事乳养

生民，唤醒了我们童年的梦寐，辉煌了我们民族的记忆——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美比历史更真

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责任编辑：钱   杭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《后汉书》卷 66《陈王列传》。 
② 见《八家后汉书辑注》，谢承《后汉书》卷 4。 
③《后汉书》卷 66《陈王列传》。 
④ 孔平仲：《珩璜新论》，上海书店 1990 年版，第 30 页。 
⑤ 谢伯采：《密斋笔记》卷 4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。 
⑥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。 
⑦ 罗从彦：《豫章文集》卷 11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。 

 6


